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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范式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范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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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库恩科学范式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不可通约”，本文探讨了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之间的 

关系与本质区别。不同翻译研究范式对翻译研究本体的认识不同，以此为切入点，本文指出，翻译研 究对象的客 

观世界是唯一的，现象世界是多样的。翻译研究的范式之间并无高低之分 ，不同范式之间的交流，有利于翻译学 

科的发展 ，但这需要不同范式学习彼此对翻译研究基本概念的不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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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12年，国际著名翻译研究期刊 Target(《目 

标》)发表了苏珊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文 

章《站在十字路口的翻译研究》̈ J。在巴斯奈特看 

来，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其根基已愈来愈稳。然 

而，与此同时，它却并未成功挑战世界文学、后殖民 

等学科已经超越的那些正统的观念。她建议，处于 

“十字路口”转折点的翻译研究应向其他人文学科 

拓展，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巴斯奈特“十字路口” 

的隐喻，令人联想到托马斯 ·库恩 (Thomas Kuhn) 

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中提出的“范式转换 (pa． 

radigm shift)”理论。库恩将科学划分为“常规科学 

(normal science)”与“特别科学 (extraordinary sci． 

ence)”两类。“特别科学”又被称作“革命科学(re— 

volutionary science)”。在某个特定的学科内，常规 

科学是较长的时间阶段内的主流，其特点是保守、尊 

重传统。它以之前的研究典范为模板，在某个主导 

范式内运作，其研究不以检验、挑战该范式为目的。 

然而，这种常态会不时被各种危机打断，有时甚至遭 

遇变更，继而引发范式转换 ，这是因为主导范式已无 

法应对新的研究课题。近几十年来，翻译研究逐渐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这门年轻的学科也经历 

了不少特别的，甚至是具有一定革命性质的转向。 

对于“范式”这个概念，库恩在理论建设初始并 

未给出明确、精准的定义。因此，这一概念常被从多 

角度解读 ，广泛应用在社会科学中。即便库恩本人 

在后期反对将“范式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其理论 

能否完整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学界仍存有争议 ， 

正、反两种观点都有许多拥护者。对此，笔者赞同正 

方的观点。库恩“范式”概念虽然有模糊不清的成 

分，但这个概念却 明确地指向一个 “学术 的共 同 

体”。“范式”概念浓缩的就是这个“共同体”产出的 

具有较高共性、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的知识总和。 

“范式”概念，以及库恩在其理论的“语言转向”之后 

对“不可通约”概念的重新认识，能帮助我们更加深 

入地分析翻译理论研究不同派别之间的共性与区 

别。例如，翻译理论研究从仅关注如何实现语言间 

转换的完美对等，到关注翻译实践发生的社会语境， 

这其中的改变未必是 自然科学式的、彻头彻尾的革 

命。也许把翻译研究中的“范式”理解为认识翻译 

问题的不同“视角”更为妥当，更不易引起争议。但 

是，抛开“范式”难以界定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不论 

是“范式”“转向”，抑或“视角”，都意味着研究路径 

上的不同取向。因此，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 

其中的“不可通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把 

握翻译理论演变中的脉络。 

二、不可通约：不同的“词典” 

“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原本是个数学 

概念。库恩借用这个概念，指同一学科内不同范式 

的支持者对研究的内容、定义、标准等存在认识上的 

矛盾。某一种学问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 

范式对此描述不尽相同。例如，哥白尼提出地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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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转动的，却遭到世人的否定。在人们当时的概 

念中，“地球”的内在定义包含“不可转动”。因此， 

哥白尼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让地球转动，更在于以 

全新的方式看待物理学与天文学问题，而这种方式 

改变了“地球”“运动”等基本概念的定义。没有这 

些概念上的嬗变在先，地球可以转动的想法当然是 

不可思议的。不同范式问的不可通约归根结底在于 

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范式内的学者虽然观察的是 

同一个世界，然而在某些领域，他们看到的现象并不 

相同，其视野中现象 与现象之 间的关 系也不相 

同。[21147 。笔者认为，这种认识用来审视翻译理论 

的不同研究倾向，同样十分有益。 

库恩的理论后来受到社会科学“语言转向”的 

影响。他借用翻译中的“不可译(untranslatability)” 

来说明理论问的不可通约，且并非是绝对的。库恩 

划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翻译过程：一种是严格意义 

上的翻译，译者使用 目标语中的词语系统地取代源 

语，在这个过程中，源语和目标语都没有任何改变； 

另一种是解释性翻译(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涉 

及语言之间的妥协，要么在一种语言中增加新的概 

念，要么对原有概念的细节加以改动。 ”例如， 

在翻译某种完全陌生的部族语言时，人类学家、历史 

学家必须先学习这个部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习 

惯，并将这些知识吸收到目标语中，然后才能进行翻 

译。也就是说，两种理论的不可通约、“不可译”，仅 

在第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中才会出现。 

两种翻译概念的划分体现了库恩晚年思想经历 

的“语言转向”。他开始借用“词汇系统(1exicon)” 

从语言层面解释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所谓“词汇 

系统”是指语言共同体使用的一系列用来描述世界 

的语汇。词汇系统与人们生存的世界或掌握的概念 

相对应，是人们生存的现象世界的基础。词汇系统 

的内部具有结构性，各个词汇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定 

义。从本质上讲，不同的词汇系统反映人们对世界 

不同的分类方式。当理论革命出现时，同时也是现 

有的词汇系统无法解释说明新概念、新发现的时候。 

当人们对世界的根本分类发生变化之后，旧的范式 

中原有的那些概念的定义、外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lexicon”在汉语里有“词典”的意思，借用这个意思 

打个比方，身处不同范式里的科学家，参照使用的词 

典是不同的，因此不阅读对方的词典，不学习对方的 

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思 

想。库恩经常使用的天文学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说 

明这个问题。托勒密认为行星围绕地球转；哥白尼 

认为行星围绕太阳转。他们的理论大相径庭，反映 

到语言结构的层面，是因为在他们的“词典”里，“行 

星”的基本定义、外延是不同的。库恩的范式理论 

深受康德主义的影响，讲究客观世界与现象世界之 

间的区别，认为科学共同体同时也是语言共同体，强 

调正是以词汇系统为核心的语言标记了不同科学共 

同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不同视角，阐释了不同范式间 

不可通约、不可译的深层原因。 

三、不同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本体 

国内较早关注翻译研究范式的有吕俊 J、吴义 

诚 J、廖七一_6 等学者。2000年，吕俊为翻译成为 
一 门独立学科的合理性做了辩护。针对库恩的“科 

学范式理论”，吕俊指出：“如果范式间有不可通约 

性，一旦旧的范式为新的范式所取代，旧的理论原 

则与方法也都将与旧的信念一起被抛弃，那么科学 

的进化与连续性又如何体现呢?”[4]43笔者赞同此观 

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时，不能生搬硬 

套，以偏概全。“不可通约”源于一个几何概念，即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无法比较、公度，因 

为缺乏直接比较二者的度量单位。可见这个概念本 

身更多强调的是难以比较，而不是孰优孰劣。在一 

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范式的竞争是普遍存在 

的，但这并不影响该知识领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 个范式完全淘汰另一个范式，在 自然科学漫长的 

发展史中也只是少数，带来的是科学的革命性发展。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种情况相对更少。在社会科 

学中，“绝对不可译”仅在学术界的“语言共同体”根 

本不尝试学习对方的“语言”时才会发生。翻译研 

究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与翻译能否成为一门独立 

学科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此外，由库恩引入的 

“范式”概念本身在定义上就相对灵活。我们既可 

把某一社会学科内矛盾尖锐的不同学派称作范式， 

也可把彼此联系较紧密，但观点、研究视角略有不同 

的学派称作范式。总之，即便不同范式间真的水火 

不容，它们所属的大的研究领域依然可以成为一门 

独立学科。吕俊的观点是在翻译学科地位不断提升 

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意在消除学界不必要的顾虑， 

共迎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世纪之交后至今，围绕翻译研究范式国内多位 

学者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的着重关注某一个 

翻译范式，有的关注其他学科理论对翻译范式形成、 

发展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彭甄 】1 梳理了翻译 

研究的几个主要范式(学派)，如“文艺学派”“语言 

学派”“多元体系学派”“解构主义学派”等，并指出 

“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的文化研究是主要潮流与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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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早期翻译研究以应用为导向，致力于确立翻译 

的具体规范、原则等，是规定性的；翻译的文化研究 

则是描述性的，“将翻译及译语文本置于两个或两 

个以上互动的文化语境中，将目光投向翻译这一特 

殊言语行为的表现及事实”【71104。彭甄的研究肯定 

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将翻译、译本放在互动的两个社 

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具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但同时 

强调翻译的文化研究不能做泛泛之论，成为社会、人 

文学科的研究佐证。他指出，翻译研究的根本出发 

点应放在翻译的“内部研究”即结构研究上，即便翻 

译的文化研究也应注意语言学范式并未深刻探讨的 

翻译的性质、过程等结构性元素，始终将翻译的研究 

立足于语言，而不只是文化。语言与文化是水乳交 

融的，语言自始至终都是属于语言共同体的交际工 

具，因此很难说立足于文化的翻译研究就脱离了语 

言这个基本层面。哲学、历史等学科出现的“语言 

转向”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究竟是两条路， 

还是会重合、交汇成一条路?换言之，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若是脱离了那些结构性的、语言层面的 

研究，会不会变成其他学科的一个分支?这种疑问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学界普遍存在的两种焦 

虑：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翻译研究 

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的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并非依 

赖于它对其他学科的排斥。只要是探讨翻译问题的 

都行，可以把视野放更广一些，多吸取其他学科所有 

可以利用的精华成分。比如，许多医学专业的学术 

期刊都以开放的态度发表了大量涉及中、西医翻译 

的学术成果。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科学(中医临床 

基础)博士学位论文也包括《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 

(伤寒论)英译的比较研究》 和《生态翻译学视域 

下多文本中(伤寒论)英译探讨》 等。这些论文立 

足于翻译，研究中医临床问题。医学专业的学者跨 

界翻译专业，并没有影响中医学科的独立性，因而翻 

译专业的学者跨界其他专业，也没有理由担忧翻译 

学科的独立性会遭受任何破坏。其实，这种焦虑归 

根结底在于翻译研究长期不被重视，被认为无理论 

可讲，且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学科。海纳百川、兼 

容并蓄才是新兴学科茁壮成长的必由之路。否则， 

追求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时反而会成为束缚学科 

发展的壁垒，引发不必要的焦虑、纷争。 

语言学学派与文化学派是当前翻译研究的两大 

主要范式。在国内，两派之间的观点碰撞较为激烈。 

语言学学派的代表学者有张柏然 ⋯、吕俊 、赵彦 

春 等。他们批评文化学派的研究执着于外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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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消解了翻译研究的主体。以谢天振 等学者为 

代表的文化学派则坚称 自己的研究并未脱离翻译研 

究的本体。在他们看来，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 

单纯的语言间转换，还包括社会、文化等文本之外的 

诸多因素。文化学派对翻译的定义均相对宽泛，引 

入了“功能”“社会”“读者接受”等诸多因素，更加关 

注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碰撞，以及随 

之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效应。语言学范式内的 

学者更加关注以何种操作技术与规范实现源语、目 

标语之间的最大化等值。可见，翻译研究的本体只 

有一个客观世界，“现象世界”则因范式不同而迥 

异。回顾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以及胡塞尔以 

来的现象学，拯救了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使其走 

出无休止的、探讨世界本源的泥潭。相应地，如果把 

翻译研究本体的“客观世界”与“现象世界”混淆，抛 

开彼此不可通约的范式去讨论翻译研究的本体，也 

将徒劳无益，哪一方也无法说服另一方。 

厘清了这一点，再看译界关于翻译本体的争论 ， 

轮廓就变得更加清晰。2004年，吕俊在《外国语》发 

表文章，肯定“文化转向”能开拓译学研究的新局 

面，但也强调其中的危险：“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 

剥夺，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弭在历史 

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 

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E14157他认为，翻译的文化研 

究在本质上是“离心式的”“外在的”，翻译研究应以 

语言为核心，“主要依赖其 内在研究，即本体研 

究”[14159。“语言学派”的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观 

点。赵彦春指出，“文化派译学研究虽不乏善可陈， 

却是一步步走向了歧路”，文化学派研究的是翻译 

中的边缘性东西，从历史、文学、政治等角度切入， 

“与翻译的本位研究恰是南辕北辙的” 。 

针对语言学学派的观点，谢天振  ̈撰文予以回 

应。他考察了西方语言学派内部的发展历程，发现 

最早从奈达开始，许多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学者在 

研究中不失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照，比如英国学者 

哈蒂姆(Basil Hatim)等。一些在学术生涯早期使用 

语言学研究翻译问题的学者，如梅森(Ian Mason)、 

斯奈尔 一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贝克(Mona 

Baker)等如今已开始从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 

视角进行研究，文本内的对等关系不再是他们关注 

的核心问题。谢天振指出，一些学者混淆了“翻译 

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两个概念之间的关 

系，用翻译本体代替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在他看来， 

即便语言间的转换是翻译的本体，翻译研究如果要 



研究翻译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将译者、接受者、社 

会、历史、文化等语境都纳入翻译研究的本体的范畴 

之中。因为大家都承认，“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 

的”，而翻译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恰恰依赖于 

其研究对象的广泛包容。l1 3l 谢天振通过区分“翻译 

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两个概念论证 自己的 

观点，不如直接使用“不可通约”的概念清晰明了， 

“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的提法类似一 

种让步式的迂回论证。其实，在文化范式的理论框 

架中，学者们即便直截了当地指出“翻译的本体”不 

是文本，而是以译者为核心的诸多因素的集合，也是 

合情合理的。归根结底，他们使用的“词典”不同， 

对翻译的定义也不相同。 

四、结语 

社会科学内的流派、范式等往往不是一方淘汰 

另一方，而是既具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别，彼此共存。 

翻译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是唯一的，“现象世界” 

却是多样的，取决于学者们使用的不同视角。“科 

学范式理论”中的“不可通约”概念可以用来考察不 

同范式所使用的不同视角之间的本质差异。作为一 

门年轻的学科，翻译研究能否长期保持独立的地位， 

不像过去那样成为语言学、比较文学的一个部分，将 

来也不沦为某个社会学科的研究子项，这是翻译理 

论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焦虑。 

这种焦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会让翻 

译研究工作者更加努力地进行学术创新，维护翻译 

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也容易造成故步自 

封的保守倾向，对“外围”的、“交叉学科”的研究过 

度警惕。 

语言学范式是翻译研究内第一个相对稳定、常 

规化的范式，因此，这个范式内的保守倾向也似乎更 

浓重一些。文化范式源自对语言学范式的继承与超 

越，源自对源语、目标语社会文化的重视。文化范式 

从一开始就借用了语言学的社会化研究成果，以及 

哲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将它们用来考察翻译问 

题。因此，文化范式的跨学科性相对语言学范式也 

略强一些，对新观点、新潮流的开放度也略高一些。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化范式中的“操纵学派”“目 

的论”“功能学派”等本身也有 自己的理论侧重点， 
一 样容易因自身理论视角的局限性而忽视更大的画 

面，束缚翻译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从“不可通约” 

的概念内涵看，不同范式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并 

不相同，范式内学者手持的“词典”并不相同。比如 

在“翻译研究的本体”等基本问题上，语言学范式与 

文化范式哪一方也不可能真正说服另一方。笔者认 

为，两种范式并无高低之分，它们的侧重点天然不 

同，用一种范式的标准评判另一种范式内的研究，只 

会使问题越看越多。当然，跨范式、跨学派的交流与 

借鉴是有必要的，但批评者首先要掌握其他范式的 

“语言”，查阅他们的“词典”，这样批评才能更有意 

义、更有建设性。不同“科学共同体”的学者若能潜 

心学习彼此的“语言”，就能更深刻地把握彼此范式 

的基本理据与研究方法。毕竟，不论范式为何，同一 

学科领域内的学者观察、研究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 

翻译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理论体系仍在建设 

之中，多种范式共存、竞争，有利于这门学科的良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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